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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禽流感的爆发不仅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还重创了家禽产业，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从禽流感的概念、演变、传导机制以及禽流感监管技术体系4个方面回顾了国内外研究，最后对以上研究作出评述，并指出未来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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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avian influenza is not only a major threat to human life safety, but also a big hit to the poultry industries, which raise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lated research from concept, evolution,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o the supervision technology of avian influenza,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all the stating research, and points out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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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2013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2日，全球共确诊人感染H7N9病例608例，其中中国共报告确诊605例，死亡199例，成为全球禽流感的重灾区！不仅如此，禽流感的爆发还重创了全球的家禽产业，尤其在“无鸡不成宴”的中国，禽流感爆发极大地打击了消费者对禽肉类产品的消费信心。中国畜牧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受H7N9影响，2013年我国家禽产业经济损失高达1 000亿元，全国共有4 000多万养禽农户和企业以及产业链上所涉及的近1亿人口受到牵连。显然，如何加强对禽流感的防控，降低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和中国家禽业的损失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由此，全面梳理禽流感的演变及监管技术的研究成果，将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和新的思路。

1    禽流感病毒的概念
禽流感是由禽流感病毒（AIV）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传染病，可通过消化道、飞沫、呼吸道及呼吸道分泌物传染给人，人类直接接触受该病毒感染的禽类及其粪便等也会被感染[1]。该病毒具有传播快、危害大、病死率高、季节性、反复性、变异性强的特点。禽流感可分为高致病性、低致病性和非致病性3大类，其中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PAIV）主要有H5和H7亚型两大类。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可在鸟类身体中进行复制，损害其重要的器官和组织，致死率接近100%[2-4]。

2    禽流感的演变及危害

越来越多的研究资料表明，禽流感病毒变异性强，不断跨越种间屏障，从感染禽类到感染人类，宿主范围逐渐扩大[5]。目前，最受关注的为H5和H7亚型毒株。H5亚型禽流感病毒包括H5N1、H5N2、H5N8、H5N9，等等，其中H5N1最为常见。1996年，H5N1在我国广东省爆发，造成大量水禽死亡。1997年，H5N1在我国香港爆发，18人感染，其中6人死亡。2003—2004年，H5N1传播到中国、韩国、泰国、越南、日本等7个东南亚国家[6-7]。H7亚型禽流感病毒也对家禽和人类造成了危害。1902年，研究人员发现高致病性H7N7感染鸡。截至2013年，世界范围内约发生11起人感染H7亚型禽流感病毒事件，涉及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荷兰和加拿大，鉴定为H7N2、H7N3和H7N7亚型[8]。另外，H1N1、H2N2、H3N2亚型主要感染人类，其他多种亚型的自然宿主是禽类和其他动物。血清学证据表明H4、H6和H11亚型禽流感病毒也可能感染过人[9-10]。

随着时间的推移，禽流感的感染范围从欧美逐渐扩大至东南亚地区，且中国已成为禽流感的重灾区。历史记载，禽流感始于1878年意大利的“鸡瘟”[11]。截至1959年，只有24起H5和H7亚型禽流感的爆发被报导，主要发生在欧洲和美国，且极少来源于活禽市场[12]。然而，自1997年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席卷亚洲地区，且多数来源于活禽交易市场。1997年在中国香港地区爆发的H5N1首次证实高致病性禽流感可以危及人的生命。2003年底至2005年，亚洲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感染范围涉及到整个东南亚[12-14]。2013年3月，全球首次在中国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2013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2日，全球共确诊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608例，其中中国共报告确诊病例605例。

禽流感种类繁多，感染范围广，其危害十分巨大。第一，禽流感严重威胁了人类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2003年至2014年，全球共报告了人感染H5N1禽流感650例，其中死亡386例，病例分布于16个国家。第二，禽流感重创了家禽产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2014年12月24日，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郑惠典表示，在H7N9冲击下，2014年广东出栏家禽较往年下降6%。于乐荣等[15]指出，禽流感发生对养殖农户的家禽养殖收入影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一次禽流感发生会造成家禽养殖农户的人均家禽养殖收入平均降低65%。

3    禽流感的传导机制

了解禽流感的形成与传播，才能对禽流感进行有效防控。已有研究证明，禽流感的传导机制为：携带病毒的候鸟将病毒传播给家禽，家禽通过供应链将病毒传染给人类。

目前，关于禽流感病毒的起源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候鸟是该病毒的最原始的宿主（传染源）。学者们指出，野鸟是禽流感病毒的易感动物，尤其是水禽，是AIV的重要传染源[16]。因此，加强对候鸟迁徙地和繁殖地AIV的监测具有重要意义。Cui Peng等[17]中国科学家在青藏高原沿青海湖、扎林湖等候鸟迁徙路线对禽流感疫情做了跟踪调查，发现每年候鸟因繁殖、越冬而迁徙前后恰好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发生季节，同时候鸟迁徙路线与发生疫情的地点是重叠的。Chen Yu等[18]、Gao Rongbao等[19]、Lam等[20]对H7N9禽流感病毒的基因溯源的进一步研究显示，H7N9禽流感病毒基因来自于东亚地区野鸟、欧洲野鸭和中国长三角地区鸡群的基因重配。可见，候鸟、长三角当地野鸟和家禽都参与了禽流感病毒的形成和传播。

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兽医官员卢布罗夫于2011年8月29日指出，在家禽供应链之中，家禽的生产和销售促使了H5N1等禽流感病毒的传播。家禽产品生产过程复杂，供应链环节众多，包括雏鸡的引进、饲养、屠宰加工、检验检疫、批发零售直至消费者或者装运出口。Wang Xin等[21]研究表明，家禽批发市场的从业人员感染H7N9的风险显著高于零售市场的工作人员。另外，Chen Yu等[18]通过实验发现H7N9人间病例隔离出的病毒基因与从活禽交易市场中鸡群身上分离出的病毒基因相似。Yu Hongjie等[22]研究结果表明，活禽市场是人感染禽流感的关键控制点，在关闭活禽市场之后，禽流感的传播力度得到了快速的遏制。可见，活禽交易市场是人类感染的直接来源。

4    禽流感监管技术体系

现有禽流感监管技术体系的文献较为零散，尚未有较系统的研究框架。就此，本文应用危机应急管理系统的思想，从事前（禽流感的预警系统）、事中（公共信息传递、应急措施）、事后（政府绩效考核、产业调整）3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1）禽流感的爆发具有季节性和反复性的特征，因此，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监测预警有重要意义。针对禽流感的监测技术主要为风险评估，其方法包括：第一，建立风险评估框架并进行验证。李静等[23]分析确定禽流感发生的风险因素，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风险因素的权重，应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计算评估结果；在此基础上，王靖飞等[24]将2006年1—12月份我国2 369个县、市高致病性禽流感发生风险进行了定量评估，并利用疫情数据对评估结果进行了验证，指出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地理分布与时间分布特征：在地理分布上，中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发生的高风险区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在时间分布上，风险较高的月份分别为3月、4月、10月和11月。第二，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禽流感疫情发生的相关环境因素。学者们通过收集我国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的资料，利用AcrGIS等相关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对禽流感疫情的分布进行空间聚类分析以及空间统计分析[25-26]，结果显示，我国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聚集性。研究疫情发生的相关环境因素有利于及时有效地防范禽流感。第三，收集数据后建立数理模型分析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时空相关性。学者的研究指出，高致病性禽流感具有很高的时间和空间自相关性[27]。研究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时空分布有助于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合理配置资源。

（2）禽流感传播迅速，因此，禽流感爆发期间应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控制疫情的蔓延，并引导受众正确认知突发事件，缓解其恐慌情绪。应急措施包括扑杀、休市和公共信息传递。禽流感爆发后，扑杀是最常见的措施。但是，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家禽农户散养在我国家禽饲养业相对落后地区，尤其在中西部地区仍将比较普遍，再加上散养户的法制观念相对薄弱，免疫覆盖率有待提高。禽流感暴发后，仅靠封锁和扑杀政策很难真正奏效[28]。同时，我国现行扑杀补偿政策缺乏激励相容性，过分强调社会的长远目标和公益性目标，忽略了补偿对象（禽主）的个人利益，导致扑杀政策遇到较大阻力[29]。另外，休市也是加强禽流感监控的重要手段。Liu Mingbin等[30]的研究显示，活禽市场不但是新一代禽流感病毒重组的基因库，而且是人类感染的源头。因此，实施休市政策对于降低人感染禽流感的风险作用非常明显[31]。除了控制禽流感传播的风险以外，公共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也具有重大意义。研究显示，网络等新媒体在H5N1爆发期间，在数据发布、数据搜索、疾病感染分布等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20]。而魏海岩等[32]通过对H7N9爆发后的新闻报道研究中发现，媒体的框架设置活动具有吸引受众注意力的作用，新闻媒体应当注意发挥平衡式框架的认知引导功能，科学规划平衡式框架与倾斜式框架的应用范围，从而规范正常的新闻舆论导向。
（3）禽流感爆发后，不但要对政府进行绩效考核，还要对受创产业进行政策调整，以更好地应对下一轮冲击。对政府进行绩效考核，主要任务是对整个事件处理过程进行调查评估，并从中获益。学者们指出，监管资源不足是当前禽流感的防疫监管的主要问题。Wu Wei [33]通过对2009年爆发的H5N1的疾病预防与控制情况的分析发现，现有监控体系不足以提供家禽流行病的整体情况。有限资源下的有效监管对于类似禽流感爆发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显得尤其重要[34]。李恩文[35]针对上海政府应对禽流感事件的行动指出，政府要注意信息传播、风险沟通、科学传播的同步和平衡，针对疾病风险的科学研究进展应及时传达给公众[36]。“生鲜上市”是对家禽产业进行调整的一项重大政策。《广东省家禽管理办法》对生鲜家禽的生产经营管理作出严格规定，家禽“集中屠宰、冷链配送、生鲜上市”，且附有预包装。这样不但可以有效阻断疫情传播渠道，降低疾病传播和交叉感染几率，还可以提高禽类肉品质量，杜绝加工、出售病死家禽。

5    现有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本文对禽流感病毒的形成与演变、传导机制以及监管技术体系进行全面梳理，通过系统的文献回顾，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已有文献证明家禽供应链是人感染禽流感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防范禽流感在家禽供应链中形成与传播，提高整个家禽供应链的监管力度显得尤为重要。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和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农产品和食品安全治理体制也由政府单一监管逐步向社会共治转型，对农产品和食品供应链的质量协同提出了迫切需求。因此，抑制禽流感不应该仅考虑扑杀携带病毒的家禽，还应关注如何从供应链协同监管的角度减少禽流感形成与传播的风险；同时，要将养殖户、相关企业、政府、消费者、媒体、行业组织、网络舆情等多主体纳入考虑，分析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与相互关系，寻求尽可能符合多方利益、实现多方共治的禽流感风险最小化监管机制。
第二，现有研究更多的关注点在于如何通过有效的防疫和控制，减少人感染禽流感的几率，较少关注家禽感染禽流感的情况。研究证明，人感染禽流感的传染源为携带病毒的家禽。因此，研究如何从养殖环节防控家禽感染禽流感，转变养殖模式，降低养殖密度，有助于从源头上降低人感染禽流感的几率。
第三，目前的研究更多着眼于某一种禽流感对人的影响，较少交叉研究两种或以上禽流感病毒传播的时空分布情况。研究人感染不同种类禽流感病毒的时空分布以及疫情传播的环境因素，寻找其联系与区别，有助于为有效防范禽流感发生与蔓延提供科学依据。

第四，针对禽流感的监管问题，研究监管政策局限于技术层面，如扑杀、防疫等，而较少从产业发展、社会管理方面关注禽流感防控监管政策给家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消费习惯等带来的影响。如，关闭活禽交易市场的政策虽然减少了活禽交易带来的禽流感传播风险，但散卖家禽的摊贩却络绎不接，且不少市民仍然选择买活禽。同时，家禽产品“集中屠宰、冷链配送、生鲜上市”的政策使家禽产业面临着结构性调整，而目前学术界研究这些方面的文献较为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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